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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中央研究院获准设立，并于1928年正式成立。这一国家级学术机构的建立，标志着近代中国学术
体制开始进入制度化阶段，其内部研究所体系亦随之展开，并逐步形成以分科建制为核心的现代学术组织结构。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1928年于广州成立，初创时寄设于中山大学校内，后由筹备
委员傅斯年等选址，于同年10月22日，迁移到广州东山柏园。柏园旧址现由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修缮并设
有相关历史陈列展，其对于广州市、广东省乃至全国的学术史，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2022年9
月6日，时任中山大学党委书记的历史学家陈春声教授，在柏园现场调研时表示：“柏园是现代中国人文学科的
发祥地，它不仅承载了中山大学校史的一部分，而且对中国现代学术史也具有重大意义。”

从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生成史来看，史语所在广州的建立，不仅是一段机构史事件，更标志着中国学术由以
经典诠释与文献考据为主的传统治学范式，向以分科建制、实证方法与田野调查为核心的现代学术范式的转型。

史语所：现代学科体
系在华南的奠基

史语所的意义，不仅在于具体成果，
更在于其对现代学科建制的系统性奠
基，并在方法论层面确立了以材料、证据
与实地调查为核心的知识生产路径。它
催生了全国若干个“第一”或者全国领先
的学科（学系）：

（一）语言学。在中山大学设立的
“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简称“语史所”）与
中央研究院设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
（简称“史语所”）基础上，中国最早设立
的独立建制语言学系诞生，并推动了语
言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制度化确立。

史语所1928年在广州创立，筹备
委员傅斯年十分重视语言学研究。
1929年1月22日，史语所秘书代行所
长职务的傅斯年复罗常培公函：“莘田
先生教席：惠诺改任研究员事，无任感
荷。又承示下个人工作计划及韵书研
究工作计划两件，奉读之下，不胜钦
佩。已交赵元任阅过，一切同意。从
此韵书整理，粤语研究必借先生以光
本所也。”（引自《傅斯年遗札》，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11）
1928年，罗常培任中山大学语言

文学系主任。他为了研究《广韵》而学习
广州话。这一年赵元任到广州调查方
言，罗常培经常与赵元任切磋语言学问
题。同年，罗常培与傅斯年、赵元任、李
方桂等学者一起，参与了中央研究院历
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工作。赵、李、罗后
来人称史语所语言组“三巨头”，他们身
体力行，在史语所和西南联大时期做了
大量的语言学研究工作，出版了不少堪
为经典的著作，他们还合作翻译了瑞典
汉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的名著《中国音韵
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40）。

中山大学“语史所”和中央研究院
“史语所”对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研
究的重视，开创了广东现代语言学研究
之风气。中山大学后来继承了这个优秀

的学术传统。1946年，中国第一个语
言学系在广州中山大学创建，首届学生
毕业于1947年（学生是由原中文系高

年级转入语言学系的）。从1946年至
1954年的8年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一
共培养了100余名学生，为新中国输送
了一大批语言学人才，获益最大的是中
山大学和广东省。北京大学著名语言学
家唐作藩教授曾说：“中大语言学系的历
史虽短，但功在千秋。”（唐作藩《语言学

的人才摇篮——回忆中山大学语言学

系》，见《中山大学校报》第65期[新]）
（二）民俗学。中山大学很早就开展

民俗学研究，后来归于中山大学“语史
所”属下的“民俗学会”早在1927年11
月便成立于广州。主要成员有大名鼎鼎
的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何思敬、钟敬
文、杨成志、刘万章等人。第一批会员
60余人。1928年3月26日民俗学会决
定开设国内第一个“民俗学传习班”，授
课教师为庄泽宣、崔载阳、何思敬、顾颉
刚、刘奇峰、马太玄、容肇祖、余永梁、陈
锡襄、钟敬文等。学生定额为20人，“语
史所”的《周刊》第二集第20期刊载民俗
学传习班招生章程。民俗学会的“民俗
学传习班”培养了不少民俗学人才，广东
的粤语木鱼歌、潮州歌谣、潮州歌册、海
陆丰的疍民船歌和客家山歌的搜集研究
形成了风气，开中国南方民俗学研究风
气之先，并推动了民间文学资料向学术
体系的初步转化。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历史学系、社会
学系、中文系一直保持有民俗学研究的
传统，形成了南方民俗学研究的高地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成立
于2002年，2004年12月被列为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三）人类学。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
学术传统亦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20年
代创办的中山大学“语史所”和中央研究
院的“史语所”。1929年1月28日顾颉
刚为任国荣先生出版的《广西猺山两月
观察记》（单行本）作跋文写道：“我们中
山大学设在广州，对于西南诸省的民族
研究实有不可辞的责任。这一方面，情
形太复杂了！到了现在，我们方知道这
是研究学问的一个大宝藏，于是这一副

千斤担子就压到我们肩上了！”
史语所的人类学组历史悠久，学术

氛围浓厚，以傅斯年、顾颉刚、杨成志等
为代表的早期学者奠定了基础，其后梁
钊韬、容观琼、黄淑娉等学者在不同时期
加以继承和发展，为人类学学科的奠基
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开创、形成了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重视田野调查研究的
优良传统。

1981年，经过著名人类学家梁钊
韬等人的不断努力，教育部批准中山大
学恢复了停办30年之久的人类学系
——这也是新中国复办的首个人类学
系，并创建了人类学博物馆，为人类学在
中国的复苏和勃兴披荆斩棘，开辟了前
进的道路。现在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是
国内少数拥有从本科生到博士生完整培
养体系的教学科研机构之一，2002年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人类学专业被评为国
家重点学科。（参阅周大鸣、吴宁《中山大

学人类学系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中

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第69—81页）
（四）历史学/考古学。1924年孙中

山先生创办国立广东大学，即设有文科、
理科、法科、农科4个学科，及预科（设

文、法、理、工、农5个科组）。文科共设中
国文学、外国文学、史学、哲学4个学
系。成立于1924年的史学系（后逐渐

改称历史学系）是国立广东大学最早设
立的系之一。多位中国现代史学的重要
学者在不同历史阶段参与或任教于该
系，包括早期参与学科奠基的傅斯年、顾
颉刚，以及后来任教的陈寅恪、岑仲勉、
梁方仲、刘节、罗香林等，共同构成其学
术传统的重要来源。史语所还筹划并主
导了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这被视
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重要开端之一，相
关发掘工作在李济等学者主持下展开，
确立了以科学发掘与系统记录为特征的
现代考古方法。

可以说，史语所在广州的阶段，构
成了中国现代人文学科体系在南方生
成的关键奠基时刻，并推动了跨学科
整合与方法更新的同步展开，其影响
延伸至此后整个中国人文学科的制度
结构之中。

依托大学的国家学术
机构模式：一种制度创新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
年在广州成立伊始，研究人员是以中山
大学语史所的教授们为主的，二者研究
人员多有重合。史语所前期也在中大校
园内办公，直到1928年10月22日才搬
到东山柏园。后来又吸收了来自厦门大
学等名牌大学的专家学者，壮大了队
伍。可以说：先有中山大学的“语言历史
学研究所”，后有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
言研究所”，二者在早期人员结构与研究
方法上高度重叠，但在制度层面，分别属
于大学研究体系与国家研究机构。

史语所更像是中国现代人文学科由
大学知识体系向国家学术体系转化过程
中的关键枢纽，这一结构性转变，也构成
了此后中国现代学术制度的基础形态之
一，并深刻影响了后续国家学术机构的
组织逻辑。

这种依托著名大学建立国家级研究
机构的办法，历史证明是成功的，对于大
学和国家研究机构，是双赢的：国家级的
研究机构可以缩短研究队伍的建设周期，
减少财力物力的投入；高校可以利用国家
级研究机构的平台，建立更高端的学术研
究平台。尤其第一本官办历史学、考古学
和语言学学术期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
语言研究所集刊》的创办，又使专家学者
们的研究成果得以在国家级权威的学术
刊物上发表，从而建立起中国南方的学术
高地。

这一模式，在当时有效缩短了国家
级学术机构的建制周期，并促成了学术
资源的高度集中与快速转化，从而为中
国现代学术制度的形成提供了一种具有
示范意义的组织路径。

华南学术传统的形成

在制度平台与学术共同体逐渐稳定
的基础上，一种具有区域特色与方法意

识的“华南学术传统”逐步形成，并在此
过程中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学者，进而形
成学术意义上的岭南/华南学派。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刘志伟教授在
2022年9月6日柏园现场调研时认为，
史语所在柏园是一个源头，它所开创的
中国现代学术框架对后来的中国高等院
校、研究机构影响深远，学脉传流至今。

史语所从创建开始就重视交叉学科
合作，注重文献资料、考古成果与田野调
查一手资料的互助研究，形成了优秀的学
风：历史人类学、人类学与民族学、语言学
与民族学、考古学与古文字学等多学科交
叉融合。中山大学的历代专家学者们继
承了“史语所”的这个优秀传统。

从事语言学研究的罗常培先生在
1929年辞去中山大学教职，成为史语
所专职研究员。在《切韵》等音韵学研究
方面成果丰硕，并参与翻译瑞典汉学家
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同时也注
重田野调查，在少数民族语言、方言调查
方面做出了许多开创性工作。中山大学
中文系、人类学系的汉语音韵学、汉语方
言学、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学风肇始于此。

历史系和人类学系的大师们也是一
样，多学科交叉地做研究，形成了华南学
派。顾颉刚在其读书笔记中写道：“一九
二七年，予任教于中山大学，寓于广州东
山启明三马路。其时年少，勇于任事，历
史系课业而外，尚为语言历史学研究所、
民俗学会、图书馆工作，故暇闲极少，胸
中偶有所得，辄举笔书数字，不能尽意
也。居彼两年，写得三册，不堪示人，存
之为粤游纪念耳。颉刚记。”（《顾颉刚读

书笔记》卷二第345页，中华书局，2011）
回望史语所在广州的建立，其意义不

止于一段学术史的开端，更在于提供了一
种中国现代学术生成的基本路径：制度建
构、人才汇聚与方法创新的协同展开。

在当下重新审视这一历史节点，对
于理解中国学术的形成逻辑与未来走
向，仍具有持续的启发意义。

（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广
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原参事，广东省中
国语言学会原副会长。本文部分资料来
自广州东山柏园史语所旧址展陈，特此
鸣谢）

史语所的广州时刻
与中国现代学术的路径选择

□ 林伦伦

脚下生风处，城市向海行——粤超的岭南文化意蕴
□ 马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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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粤超，可以从南派足球谈起。
南派足球的称谓虽始于中国足球的南北
风格分野之时，却并非单纯的地域性技战
术标签，它既指向广东足球在长期竞赛实
践中形成的短传渗透、脚下细腻、跑动灵
活、小范围配合等竞技特征，也隐含着岭
南社会在身体经验、地方性格和文化心理
上的特殊印记。但若仅以“灵巧”“细腻”
“善变通”等词语概括南派足球，又容易流
于地域性格的笼统描述，特别是当下方兴
未艾的粤超被视作群众赛事、城市营销和
文旅消费的新案例时，它与广东足球史、
岭南文化史之间的深层关联其实也更值
得关注。那么，南派足球究竟如何以一种
技战术风格转化为地方文化的一部分？
粤超又何以使这种传统从专业队史、名宿
记忆和地方荣誉进入当代公共生活之
中？在广东连通侨乡和商贸网络的历史
经验中，足球赛事又如何成为城市认同和
区域共同体的组织方式？这些问题，都是
理解粤超文化意义的关键所在。

脚下有风：南派足球
的地方性生成与岭南气质

南派足球的特殊性，首先在于其风
格并不完全依附于某一固定战术体系，
而更接近一种长期形成的身体习惯。相
较于强调身体对抗、长传冲吊和空间压
迫的力量型足球，南派足球更重视“以巧
破力”的风格。这种“巧”一方面是身体
轻盈、动作灵活以及技术层面的盘带、传

递和控球，另一方面则是在有限空间中
迅速判断、在密集防守中寻找缝隙、在连
续移动中组织进攻的实践能力。

再从足球本体来看，短传渗透不但是
单个球员技艺的展示，更是一种关系性的
运动。球员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判断队友、
对手和球路的变化，以较短的传球距离和
较快的节奏推进整体行动。它既要求身
体的敏捷，也要求判断的机敏；既依赖个
体技术，也依赖群体默契；既追求速度，又
避免过度的身体消耗。因此，南派足球的
“脚下细腻”就不能简单理解为具有观赏
性的技术，还是一种能够及时处理自我、
空间与节奏的身体和心理能力。

南派足球与岭南文化的关联，也可
从中得到解释。岭南地处南疆，山海相
间，水网密布，是商贸往来、移民流动的
多元文化交汇之地，由此形成了因地制
宜、机动调适、讲求效率、重视关系转圜
的地方社会经验。南派足球中的短传、
变向、渗透和小范围配合，便是岭南文化
在体育竞技中的一种折射——它在空间
夹缝中寻找可能，在彼此的连续关系中
生成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南派足球
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把地方社会中的
某种文化习性转化成为了赛场上可感知
的一种竞技风格。

为城而战：粤超从乡土
走向城市联赛的转化性探析

在群众体育、城市传播和文旅消费

交织的当下城市文化场景中，南派足球
从专业体育传统转入了公共文化实践。
就地方根基而言，梅州尤其值得关注。
近代以来，西式体育传入粤东客家地区，
足球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完成本土化。
它之所以能够在梅州扎根，除了因为当
地较早接触现代足球外，还由于足球逐
步进入到了学校教育、宗族活动、乡土荣
誉和地方认同中，成为地方社会组织情
感、确认身份的重要媒介。1956年，梅
县被国家体委授予“足球之乡”称号，长
期的历史经验积累，使梅州足球不仅为
南派足球提供了人才基础，也使足球成
为乡土社会认识自身、表达自身并向外
传播自身的一种文化形式。

然而，实现乡土足球转化的真正实
践却源于贵州榕江的“村超”。“村超”之
所以能够超越一般乡村赛事的影响范
围，在于它能够把普通村民参赛、地方饮
食展示、民族歌舞表演、乡土礼物交换和
网络平台传播结合起来，使足球成为地
方共同体自我呈现的公共节日。受到榕
江“村超”火爆出圈的感染，早已扎根岭
南的粤超等地方联赛也焕发了新的活
力。这种由乡土向城市的赛事延伸与勃
兴，使独属于地方的足球传统获得了新
的社会公共属性。

如果说“村超”的基础是村寨社会和
县域乡土共同体，那么，粤超的基础则是
现代城市和省域区域结构。前者更多体
现乡土内部的节庆性动员，后者则把群
众足球置于全省不同城市之间的足球竞
赛，及区域文化的比较之中。也就是说，
粤超并不是“村超”模式在广东的简单复

制，“村超”的基础在乡村，重在民间参与
和乡土节庆；粤超的基础在城市，重在城
市认同和区域互动。粤超把群众足球的
热情从村庄带到城市，使比赛成为广东
各城市展示自身、彼此观看和相互竞争
的公共舞台。

向海而生：粤超对广
东城市共同体的重新激活

关于广东的文化性格，已有大量研
究通过海上贸易、移民迁徙、港口网络和
侨乡社会解释华南地区的历史特征，进
而以开放、务实、兼容、重商等特质将
生长于斯的民众心理纳入海洋文化的
框架当中。这类研究为理解广东提供
了重要背景，但也存在文化解释过于
宽泛的问题。海洋文化应该被还原到
港口、侨乡、商帮、宗族、会馆和城市网
络等具体历史形态中，而粤超之所以
能够与这一文化心理发生关联，就在于
它以赛事结构反映出广东城市之间彼此
流动的关系。

广东濒临南海，在漫长的历史中形
成了独特的海洋性地方经验。海洋在广
东并不只是水域，还是一种通道；港口也
不只是地理节点，还是一种连接机制。
由此看来，海洋文化心理至少包含着空间
开放、关系流动和竞争互认的三个层面特
质。粤超的赛事结构恰恰反映了上述属
性，它把广东21个地市放进同一个竞赛
平台当中，使不同城市在同一平台上被观

看、比较和传播。这个结构在生成区域性
认同的同时，还体现出城市之间的相互呈
现以及规则化的竞争。足球赛场在这里
近乎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交流港口”，
每个城市带着各自的历史记忆、方言表
达、民俗符号和地方性格进入赛场，又在
赛场和媒介传播中被观众重新识别。正
如广州的越秀山关联着南派足球和现代
城市体育传统；江门的侨乡经验连接着海
外华侨与地方社会；梅州“足球之乡”的身
份体现了客家地区长期积累的体育文化
基础；湛江的海港气质彰显了面向海洋的
开放性格；潮汕地区的英歌、商帮传统和
民间组织能力，则展现出较强的地方动员
与集体表达能力。

由此可见，“为城而战”不但不是狭
隘的地域主义表达，反而是现代城市共
同体在体育仪式中的显影。球队成为城
市形象、地方记忆和群体情感的承载物，
对其关注有加的观众则是通过支持球队
来确认城市归属；通过你追我赶的助威
口号来表达地方情感；通过方言、美食、
非遗和主场空间等要素来确认每个城市
的身份。

如果说南派足球曾经以“脚下有风”
的方式展示了岭南身体的灵巧与机敏，
那么，粤超则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广
东足球的历史记忆、岭南的社会经验和
海洋文化的开放结构，凝聚并转化为当
下具有持续生命力的一种新型地域文
化，从而使这种体育传统重新获得了城
市、社会和文化的承载空间。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产
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